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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革中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

高等教育以其在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上

的独特优势，被各国作为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全球竞

争中超越他国、保持领先地位的动力来源和风向标。

长期以来，全球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以欧洲和北美

主要国家为“中心”、以距中心不同距离的国家为“边

缘”的等级秩序［1］。进入 21世纪后，高等教育的“中

心-边缘”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和美国正是

重塑这一格局的两个超级力量。

世纪之交，中国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跻身世界

一流大学之列，尤其是在 STEM学科上，中国的顶尖

大学几乎达到美国科研体系的顶尖水平，这极大挑

战了中心国家高等教育的全球领导地位［2］。中国高

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被国际学术界誉为“现代智识史

上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之一”［3］，将对世界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成为西方学界爱

恨交织却又难以捉摸的研究议题，一批国内外学者

提出了“经济决定论”［4］“文明对话/文化路径论”［5-6］

“威权体制说”［7-8］“儒家模式”［9-10］“国家-全球协同发

展”［11-12］等一系列理论和主张，试图从经济投入、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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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从学理上厘清我国学界在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中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如仰视心态、实

用主义心态和对一手资料缺乏深入了解、对统计数据误读等，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历时性和共时

性的研究进路，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结构、科技人才培养、学生资助体系和本科教育

上的差异与特性，以期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整体把握中美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科学研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复杂性，进而为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从借鉴

走向超越提供智力支持。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

*本研究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1年重点课题“中美高等教育质量比较研究”（2021ZDWT01）的研究成果

∗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形势对

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

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

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美国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在国际高等教育比较研究中，中美高

等教育研究一直是关注的热点。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美国高等教育的经验做法，如何全面解读美国高等

教育政策和数据资料、怎样科学研判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方位，以及中美两国在高等

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差异、差距与特性，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此，本刊精选中美

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进行专题研究探讨，以期洞悉中美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现状，坚定“四个

自信”，准确认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所处水平，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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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模式、地方-全球关系、学术流动等角度阐

释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和卓越表现。

美国高等教育在其 380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

成了兼具多样化和自由特征的高等教育制度［13-14］，19
世纪后半叶到世纪之交的 6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转型时期，宗教与科学分离，现代的、科学的知识

探究标准在大学中被真正确立起来［15］，同时联邦政

府相继出台《莫里尔法案》《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高

等教育法案》《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在将高等

教育机会扩展到美国社会的更广泛领域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16］。由此，现代智识的积累、灵活自由的市

场机制，加上联邦政府的重视和政策倾斜，使得美国

后来者居上，在二战以后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中心［17］，
不仅在高等教育规模上率先实现了普及化，在科研

经费投入、创新成果、产学研合作等方面都稳居全球

引领地位。然而，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抬

头，两党政治、种族问题、疫情等造成了美国社会的

极大分化和撕裂，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固有问题，

如入学机会不公平、学生保有率下降、公立高校财务

困境、种族歧视、智识上的孤立主义等愈发凸显，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高等教育的发展。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不容低估。中

美高等教育的角逐呈现何种态势？如何客观评价中

美两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这些问

题愈发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我国学界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值得商榷

的问题

我国自 20世纪初便有留美学人涉猎关于美国高

等教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员流动的进一

步开放，获取一手资料的条件日益便捷，中国学者对

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愈发丰富，可谓汗牛充栋、无所

不包，几乎已经深入其历史、政策、制度、治理、财政、

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州、院校层面细枝末节

的改革都未有遗漏。但坦率地讲，我们对美国高等

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是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忽视

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冲突、失败和复杂性。这一点

孙碧博士已经在其论文《走出神话时代：中国的美国

高等教育史研究 30年》中进行了详尽阐述，他将中国

学者缔造的美国高等教育神话概述为六种，分别是

以著名大学校长为代表的“人物神话”、以著名研究

型大学为代表的“机构神话”、以标志性法案为代表

的“法案/政策/案件神话”、以开创性教育理念或文化

为代表的“传统神话”、以院校层面改革为代表的“改

革神话”以及“外来（德国）影响神话”［18］。孙碧并非

否定上述人物、法案、机构、事件、理念等在塑造美国

高等教育全球领先地位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所批

驳的是中国学者秉持“将美国高等教育史化约为无

数成功故事，并且由果推因地寻找成功原因”［18］的思

维方式和叙事习惯。

造成中国教育研究者这种思维方式和叙事习惯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中

西文明二元对立、中西知识体系的难融合性和资料

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等［19-21］，在学术研究进路上也深受

功能主义和进步史观的影响。功能主义认为高等教

育子系统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其他

子系统相互联系、有机整合，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

功能就是通过提供、维持并不断更新个人动机的文

化模式来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转。在功能主

义的叙事话语中，美国高等教育完美继承和融合了

英国的本科教育和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创性地提

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并以威斯康星理念、加州大学

总体规划等典型代表实现了大学增进知识应用和促

进社会公平的功能。与之类似，在进步史观的叙事

话语下，美国高等教育史被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

改革发展图景，美国社会高举着自由和民主的大旗

不断进取，教育正是其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之一，重

视科学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强大智识资源成为美国

崛起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国家的根本保证［22］。
这些故事和案例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高等教育

研究者。

然而，功能主义和进步史观并不能提供整全而

真实的历史图景，他们共同忽视的是美国高等教育

发展过程中的失败、冲突和复杂性，而这些正是今天

中国大学需要关注和防微杜渐的。如加州大学校长

克拉克·科尔和他的同时代人共同创造的 1960年加

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一直被我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

学界誉为高等教育模式的典范，学界普遍认为该模

式基于社会对教育机会公平这一公共利益的共识，

成功地实现了卓越与公平这两个无论在价值还是效

用上都似乎互相背离的目标。然而，在加州高等教

育总体规划实施的 20多年后，美国社会公共利益价

值观的式微，抵制税收运动的兴起以及 1980年以后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财政紧

张使得加州总体规划的实施步履蹒跚［23］。今天的加

州大学系统虽然葆有全球卓越的科研地位，也持续

不断地为加利福尼亚州提供创新智识资源，但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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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津津乐道的提供普遍入学机会并维持大众化高

等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却难以维系：1960年加州的

高等教育入学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2010年在

18~24岁学士学位拥有者比例上，加州在美国50个州

的排名中位仅列第 43位；加州州立大学经费日益不

足，转学率在不同机构和地域之间也有较大差异。

相比较加州大学高达 90%的毕业率，加州州立大学

只有 45%的毕业率［24］。中国高等教育与加州高等教

育有许多共同特征，如都有一个高度垂直的分层系

统，都非常重视集中力量进行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

巨型研究型大学建设，都采取措施对精英大学进行

财政资助以确保进入精英大学的社会阶层公平，以

至于加州大学（UC）系统最大的校区之一伯克利分校

也常常将自己与中国最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清华

大学类比①。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失败的深层原

因在于美国国家和社会将教育作为公共利益这一共

识的土崩瓦解，而这恰恰是中国高等教育得以全面

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党和国家优先发展和支持教

育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决心和

能力，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广泛

而深刻的共识以及大学直接服务国家、将自身发展

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强烈使命。除此之外，中美

两国在教育公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不一样，中国面

临的更多是英才教育基础上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而

美国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结构性不公平问题，应

该说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大，但确实也是对教

育公平问题更高阶段的探索［25］。加州高等教育模式

成效半个世纪来的变迁对中国的启示非同寻常，它

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公平问题提

供了一种文化和认识上的新起点，但显然我国高等

教育研究对加州神话破灭所蕴含的大学的公共利益

属性、教育公平的新阶段等问题的关注度还远远

不够。

二是基于实用主义心态，带着为中国大学发展

寻找历史坐标和为中国本土问题寻找改革方案的现

实关照从美国寻找解决方案，对美国方案只是截取

了“冰山一角”，忽视其得以适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条件。这种实用主义心态往往与学术研究精神相差

甚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开展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或

者中美比较研究时，不是先找准问题，再刨根问底地

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社会环境与

结构，进而运用恰当的理论工具和方法对问题进行

深度剖析和解释，而是匆匆忙忙地提建议、找对策。

具体而言，这种实用主义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研究者

下意识地将形成于我们高等教育体制中的认识和看

法投射到美国研究对象上。如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

非常重视国家政策，甚至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

对国家颁发的重要教育政策进行阐释和分析，用马

丁·特罗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政治模式”的政策分析

模式，往往是决策者有目的地使用研究来加强论

点［26］。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政府在我国现有高等教育

治理模式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是高等教育主

要的资助者、提供者和规范者，而作为党和国家意志

具体化的政策，发挥着调动分配各类资源、设定行为

框架、释放政治信号等作用，可以层层传递到基层的

学术组织甚至直接影响学者个人。当然不可否认的

是，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转向一种更加柔性和间接的方式。我国高等教育研

究也正在从“政治模式”转向“阐释模式”，即通过对

高等教育制度和活动中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的研

究，进入决策者的意识领域和形成有关政策选择的

议题来间接影响政策。相较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

始终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从未被单一

力量所主导。按照美国宪法，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

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事务，教育事务由各州管理，州

政府向大学颁发办学特许状，各级政府不直接干预

大学内部事务，大学是独立法人，享有充分的办学自

主权，甚至由于美国高等教育过于多样化和自由，有

50个彼此不同的州立高等教育系统，国际高等教育

学界对是否存在一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都存在争

议。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拉伯雷将美国高等教

育机构的这一特征描述为“企业性质的自治机构”，

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没有中心规划的“完美的

混乱”［27］。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学生资助、研究项目经

费等手段间接影响高校，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总统可

以签署行政令，如不给中国、阿拉伯地区等国的学生

发签证，不允许他们入境美国，或者调动 FBI调查中

国学者背景等，但是都不能强制要求高校直接行动。

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与我国中央

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承担的重任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关注中央政策的思维惯式

去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政策，就容易过度解读。如前

一段时间国内高等教育学界较为关注奥巴马政府倡

① 引自笔者2018年访问UC Berkeley时与该校高等教育史教授约翰·道格拉斯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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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高等教育“全球参与”理念①，将其解读为美国对

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制定的新的国家战略，并认为正

是在这一国家战略的指导和推动下，美国各高校开

展了一系列国际化行动，进而得出美国政府在推动

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进入新阶段的判断。事实上，

上述政策理念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作用甚微，仅

仅作为一种倡导性的公共政策，在美国本土并未引

起高校或学者的特别关注②，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根

本就没有国家层面的国际化战略，在做国际比较研

究时切不可将美国作为大多数国家的参照对象③。

因此，美国的教育政策研究更关注政策效果的微观

层面，主要采用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运用经济计量

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对政策实施的过程、效果等进行

评估，而较少对政策进行宏观层面、“政治模式”的解

读。若以美国联邦政府此类倡导性高等教育公共政

策为依据并以此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方向定

调，着实值得商榷。

另一种实用主义则涉及比较研究方法论上的

“共时性”和“历时性”之辩。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结构

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对系统进行观察和研究时的

两个不同的方向，共时性进路强调静态方面，是对研

究对象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在一个时点上进行

的截面式研究，其暗含的假设是不同情境下的高等

教育制度和活动具有同构性，更关注对研究对象科

学的、定量的解释；历时性研究进路强调进化和变

迁，随着时间进行探究和追溯，超越当下“存在”，进

入“过程”，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承袭机制、变异机制

和选择机制，更强调对现象的人文主义解释，采用这

种进路可更好地解释一国高等教育模式为什么是这

样，而不是那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或者中美

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可以是共时的，也可以是历时的。

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两国高等教育制度总存在一定

程度的同构性，这是共时性研究的基础；而同样重要

的是，同构性也绝不会取消差异性本身，两国高等教

育制度总是存在于不同的集体意识之中，这就要求

我们就其中某单一的因素作纵向的考察。但笔者主

张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此类研究更应是基于历时的、

人文理解的方法，因为在现阶段进行美国高等教育

的研究或者中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其本质不在

于找出可以直接引进或者模仿的楷模，而在于通过

比较认识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形成机制，提供引进

或者模仿的可能性论证。深刻的学术研究从来都是

解释性的，而不是对策性的，由比较研究直接进入对

策研究，恐怕会将此类的教育研究引入歧途。

三是缺乏对美国一手资料的深入理解，存在对

各种统计数据的误读。一般都认为美国具有详实、

公开的数据可供科学研究，然而常被人忽略的是美

国高等教育数据资料的来源众多，对同一指标的定

义、分类和统计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别。在数据提供

方上有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委、各

州教育行政部门等政府性质的官方机构，也有像卡

内 基 教 学 促 进 基 金 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美 国 教 育 理 事 会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这样与联邦政

府关系密切的民间社团性质的机构，还有像高等教

育 研 究 中 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ERI）这样挂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机

构，也有如兰德公司等智库机构。这些机构都根据

自身的功能需求统计收集教育类数据，在数据的权

威性上也略有差异。如与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相关

的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的数据较为全面和权

威。与国际学生相关的数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

数据和报告如年度《门户开放报告》则更具针对性。

隶属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的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数

据较为全面，其不仅援引了大量美国国内和国际数

据，还涵盖一手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其中的“整合

高 等 教 育 数 据 系 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 IPEDS）”是以高等教育机构为

数据采集单元建立的数据库，是美国高教领域研究

者最为广泛采用的一手数据来源。

不同机构的数据库存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如

对于美国国际学生的统计数据，学界普遍使用的两

个权威数据来源分别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移

民海关执法局（ICE）和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IIE
在统计国际学生数据时使用的是各高校自主上报的

① 奥巴马政府 2010年提出“国际参与”（international engagement）理念，该理念认为美国学生需要走出国门了解多元文化、掌握

他国语言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和领导力，后经美国教育理事会及其下属的国际化和全球参与中心将之进一步明晰化为“高等

教育全球参与”的概念，并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展了针对高校国际化的大范围问卷调查。
② 引自笔者2020年访问Boston College时与该校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创始主任菲利普·阿特巴赫教授的一次谈话。
③ 引自笔者2020年访问Boston College时与该校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汉斯·德维特教授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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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F-1和 J-1签证的学生数［28］；而 ICE统计的国际

学生则是获得 F-1签证与M-1签证的学生数［29］，二
者的主要差距在于 J-1签证和M-1签证，前者主要颁

发给交流访问学生，后者颁发给非学术或“职业学

习”的学生。除了留学目的上的差异，人数上也存在

差异，以 2019—2020年为例，ICE统计的在美国际学

生人数为 1 251 569人，比 IIE统计的国际学生人数多

了将近 20万人。我国学者在使用这些数据时需加以

区分，选择适当的统计口径。

此外，中美两国对统计指标的定义也存在差异。

如不同于我们惯用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NCES采用“中学后教育（postsecondary education）”的

概念，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机构类型，除 4 000多所可

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外，还有 2 096所非学位

授予机构（non-degree-granting institutions）①，这些非

学位授予机构大多是私立性质的职业技术学院，既

不能对标我国的专科教育，也不能完全对标我国的

职业教育。由于北美许多行业都有职业认证制度，

如电工、管道工等，于是就催生了这一类主要进行技

能培训、非学历教育的职业技术学院，原则上他们只

能对标我国的培训机构，但北美的职业认证制度使

得他们比我国的培训机构多了一些正规性与合法

性，拥有行业协会的办学许可，并且可以授予行业协

会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研究者在使用其数据比较

中美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时需考虑到美国高等教育

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与我国高等教育、职业认证体系

的差异性。

再如对研究生学位授予机构的界定，目前我国

学界主要采用“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以下简

称“卡内基分类”）即对高校博士、硕士授予单位的分

类与该校每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数量及学

位规模密切相关，若要被归类为“博士学位授予高

校”当年至少要授予 20个学术型博士学位，若要被归

类为“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当年至少要授予 50个硕士

学位。这实际上将一部分硕、博学位授予数未达到

50和 20的高等教育机构排除在外，进而造成对美国

研究生学位授予高校数量的低估。再如，对中美博

士学位授予规模进行比较时，美国NCES的统计口径

中不仅包括学术型博士学位，还涵盖了占比近 70%
的专业博士学位②，其中归属于专业博士的第一级专

业学位是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学位类型［30］，作为从

事某些专门性职业的最低门槛，服务于市场对于劳

动力素质的要求，而我国并不存在与其完全对应的

博士学位设置。如若比较时不对博士学位类型加以

区分，美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将会是中国的 3倍，但

减去这一学位人数后约为我国的 1.5倍③。因此，具

体考虑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才能客观认识中美两国博

士学位授予规模上的差距。

三、新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下中美高等教育的

比较研究

应该认识到，对中美高等教育进行对比是一个

极具时代感的命题，过去我们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是

以美国为榜样和老师，今天我们能够平起平坐地对

中美高等教育进行对比研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

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开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高等教育的规模、投入、产出

等方面的数据开始居于世界前列，而是要在一种自

内而外的自信驱动下，在对学术价值和政策效用价

值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寻求一

个真正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基于此，本研究在厘

清上述误区的基础上，综合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

进路，对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结构、科技人才培养、

学生资助体系（社会效益）和本科教育的现状和趋势

进行对比分析。

从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结构对比来看，一方面，

中美两国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上各有特点，

反映了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历程。其中，在层

次结构上，我国研究生规模远小于美国，专科层次院

校占比明显低于美国；在科类结构上，理工科专业在

我国不同层次学位授予中的占比均较为突出，尤其

是博士层次，美国高等教育不同层次中的文理占比

较为均衡，但近年来美国 STEM人才规模的扩张不容

小觑。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经济和人

口因素的关系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仍低于美国，

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美国相比也有不小差

距。长期来看，虽然生育率持续走低和“老龄化”日

① 包括公立机构316所和私立机构1 780所，其中营利性私立机构1 664所，非营利性私立机构116所。
② 包括以教育博士（EDD）为代表的研究型专业博士学位（占比约 20%），和法学（LL.B./J.D.）、医学（M.D.）等第一级专业学位

（First-professional Degree）（占比约50%）。
③ 数据结果由研究依据NCES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网址见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9/tables/dt19_324.55.asp？curren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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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凸显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冲击已到来，但

与美国相比我国人口基数大，且普及化高等教育阶

段在校学生年龄多样化的人口特征尚未显现，我国

高等教育规模红利的潜力远大于美国。

科技人才培养和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中两大亟待突破和解决的难题。从中美科

技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情况来看，当前我

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已远超美国，但高校的科技人

才质量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表现为我国高

校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国际影响力、高校科研论文产

出的国际影响力、高校专利转化率均低于美国。中

美高校均已建成包括奖、助、贷等多种资助方式在内

的资助体系，但美国资助资金的来源更加多元，而我

国对政府财政投入依赖性更强，社会资助空间尚未

得到充分扩展；美国具有典型的“高学费-高资助”的

特点，我国具有“低学费-低资助”的特点，但美国低

收入家庭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低于我国。从美国的

教训来看，随着入学需求的扩大和财政压力的增加，

高校学生负债是普及化阶段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课程体系建设是本科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从

微观层面对麻省理工学院和我国某顶尖研究型大学

计算机专业的本科课程体系比较来看，两校课程体

系虽然颇为“形似”，但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资源条

件和知识组织方式却更加“神异”。在课程目标上，

麻省理工学院课程受到市场的影响，重视培养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而我国则强调课程的价值教化作

用，重视为学生继续深造打下知识和能力的基础；麻

省理工学院的专业课程与相关产业发展所需的知识

结构和能力素养密切结合，而我国某校更强调学科

知识结构的全面性；麻省理工学院课程内容的组织

结构更多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认知角度出发

组织课程内容，较好地平衡了学术性知识和实践性

知识、专业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先前知识和目标知

识之间的关系，我国某校的课程体系则更多因循学

科知识体系的原有结构；在课程学习的支持度上，麻

省理工学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精细的个性

化支持制度，我国某校目前还属于“粗放型”的支持

举措，导致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帮助效果因老师而异、

因学生而异。

总结起来，普及化阶段初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相

较于普及化初期的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成熟阶段

的美国高等教育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的产

生深植于中美两国的社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传统、治理体系、文化特性、高等教育发展逻辑

等多个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在资本、市场、文化、政

策等要素成熟的条件下自然地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

及化的过渡，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超前性和

设计性，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要素不发达、教

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以极短时间完成了大众化并用

了将近美国一半的时间迈入普及化。可以说，中国

大学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向来都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有力之手，但不可否认这种外部刺激和宏观设计

的发展特性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一些“质”的方面

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近来美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也能够引

发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

高等教育面临多方挑战，有一些挑战是即时和表层

的，如入学率下降、国际交流受阻等，待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后即可解除，而大学财政危机、低收入群体及

少数族裔学生的教育公平等危机则揭露出美国高等

教育制度与社会的深层缺陷，成为后疫情时代美国

社会需要反思与改革的方向。拜登政府上台后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美国高校也采取了各类举措，这再次

提醒我们，在突发公共事件与重大危机下美国高等

教育拥有高度的弹性与灵活性，这是使其能够应对

未来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保持自身持续稳定发展

的独特优势。

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强，办学灵活性强，但缺点是

水平和程度差异大；中国恰好相反，有相对统一的标

准，但对政府及其政策依赖程度高。因此，不能盲目

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指标视为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参照系或政策依据，需要在科学研判发

展阶段和准确把握实际水平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

策目标，以提早做好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和结构调

整，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弹性空间。

四、中美高等教育的未来趋势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1世纪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不断壮

大，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学生资助力度不断加大，学

术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相对落

后”到“规模第一”，从“精英阶段”到“普及化阶段”，

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从边缘逐渐走向世界中心的转

变。但从长远来看，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提

高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同样重要，中国高等教育要

在塑造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仅着眼

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不够的，建设世界一流的高

等教育系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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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应当客观认识美国高等教育的现状。

美国在科研经费投入、创新成果、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稳居于全球引领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分

类、多元、灵活的高等教育体系。该体系顶部有一大

批顶级研究型大学，以优渥的科研条件、先进的科研

水平、自由创新的科研氛围吸引全球最好的学者和

学生，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保有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该体系底部是大量入学门槛低、提供基本就业技能、

学费低廉的两年制社区学院，这些社区学院基础设

施完备、教师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学生修够一定学分

可转入四年制本科院校，较之其他国家的同类院校

可谓灵活便宜又质量上乘。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无法解决巨大的贫富差异，金融危机

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持续缩减，新冠肺炎疫情更

是使得大学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加上民粹主义、两党

政治、种族问题等造成了美国社会极大的分化和撕

裂，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入学机会不公平、学生

贷款负债率高涨、学生保有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将

影响其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

改变，党中央对人才工作、对高等教育工作的高度重

视不会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不断展现，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根基逐步加强。可以预测

的是，中国高等教育依然会保持高速稳定发展，并将

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容忽视的是，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其顶层的研究型大学，具

有较强的韧性和包容性，以及自我纠错和调试的良

性机制。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将采取一系列高等

教育利好政策，包括增加高教经费投入、减免学生债

务、免除社区学院学费、放宽移民政策等，都将一定

程度上提振美国高等教育的信心。基于此，我们预

测，中美高等教育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不会改变，但

中国高等教育想要全方位超越美国，还需要假以时

日以及多方条件的促成。

中国高等教育要从仰视转变为平视、从借鉴转

变为超越，最终取决于中华文明在世界发挥影响力

的抱负和雄心，取决于党中央优先发展和支持教育

科学进步、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决心和能

力，取决于全社会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的

广泛而深刻的共识。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加拿大约克大学查强

教授、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孙碧博士

的指点和建议，特此致谢。）

（文 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高

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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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main misunderstanding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integrates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approaches to compare the two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structure, the
training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he student funding system, and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The
study aims to grasp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two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and evalu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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